
—２２３　　 —

明弘治正德时期犹太教与伊斯兰教汉文碑刻对比研究
∗

马保全∗∗

　　【摘要】明弘治正德时期,犹太教留有两通汉文碑刻,伊斯兰教则留

有六通汉文碑刻.通过研读、比较,可总结出两教在经书名称翻译与儒

家祭祖观念借鉴方面有相异之处;另可总结出两教对崇拜对象、宗教职

业者称呼是相同的,同时两教修建宗教场所的经费来源、忠君观念、与
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方面也多有相通之处.笔者通过两教碑文互证

认为:两教碑刻翔实地展现了当时犹太人与穆斯林的状况;这些碑刻是

两教中国化的历史思想资源,是两教文化与中国思想文化比较、对话的

重要史料,在丰富了两教思想的同时,对中国文化有一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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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宗教学研究视域中,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皆属亚伯拉罕宗教体系.
这三种宗教在具有很大共通性的同时,也因内在教义与外在环境不同等,产生了

多种不同面貌. 犹太教与伊斯兰教同样发源于中东,有大量共通的宗教记忆,有
共同承认的不少先知事迹. 在历史上,诸如迈蒙尼德等犹太贤哲均曾与当时的

穆斯林社会有融洽的关系与频繁的往来. 近代以来,随着二战之后世界格局的

形成,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关系更加引人瞩目. 两教的对比研究,可谓不可胜

数. 笔者关注两教汉文碑刻有年,并注意到学界对明弘治正德时期两教汉文碑

刻的对比研究尚显缺乏,故以之为题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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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教的中文文献,有教内文献(以碑刻与谱牒为代表,伊斯兰教还有明清汉

文回儒译著),另有中国各类正史、方志、文人笔记等文献中的记载. 就中文文献

而言,以两教寺碑的宗教性最强. 有关两教的外文文献,欧洲方面,在元代有鲁

布鲁克(GuillaumedeRubruquis)、马可波罗(MarcoPolo)、孟高维诺(Giovanni
diMonteCorvino)、鄂多立克(OdoricdePordenone)、海屯一世(Hethum Ⅰ)等

人的记载;其时间明显早于本文研究的明弘治正德(１４８８—１５２１年)时期,而明

清来华的 利 玛 窦 (MatteoRicci)、 钟 鸣 礼 (JeanFernandes)、 骆 保 禄 (Gozane
Giampaolo)、孟正气(JeanDomenge)等欧洲人,则晚于明代弘治正德时期半个

世纪或更久. 中亚与西亚方面,唐代有苏莱曼(SulaymanAltājir)与艾布􀅰载德

(􀆳abūZayd),元 末 有 伊 本 􀅰 白 图 泰 (IbnBat ūt ah
),明 永 乐 时 期 有 盖 耶 速 丁

(GhiyāthuAldin)等对两教的记载,但距弘治正德时期也是半个世纪或更久.
正德时期,有阿里􀅰阿克巴尔(Sayyid ‘aliy’akbarKhatāy)来华,他以波斯文著

成«中国纪行»,介绍了明正德时期的一些情况,但与本文关注的汉文碑刻几无关

联.① 可见这一时期有关中国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记录不足,故本文研究的汉

文碑刻有补阙之功.
现存最早的两通犹太教汉文碑刻,为河南开封明弘治二年(１４８９年) «重建

清真寺记»②与正德七年(１５１２年)«尊崇道经寺记»③———这也是犹太教留下的

仅有的两方明代碑刻. 现存最早的伊斯兰教汉文碑刻是元代的,凡三通,分别位

①

②

③

阿里􀅰阿克巴尔AliAkbar,«中国纪行»[khit āyanāmah
],张至善ZhangZhishan,张铁伟Zhang

Tiewei,岳家 明 YueJiaming译, (北 京 [Beijing]:生 活 􀅰 读 书 􀅰 新 知 三 联 书 店 [SDXJointPublishing
Company],１９８８).

碑存开封博物馆,拓片有多种流传. 陈垣先生曾据当时可见的一个拓本与“康熙间拓本”整理出

碑文,载«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中,此为一权威整理本. 见陈垣ChenYuan:«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
[ChenYuanAcademicEssayCollectionEpisodeOne], (北 京 [Beijing]: 中 华 书 局 [ZhonghuaBook
Company],１９８０),２５６—２５９. 在此整理本的基础上,笔者又根据国家图书馆所藏拓片———载北京图书馆

金石组InscriptionsCompilationGroupofBeijingLibrary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 石 刻 拓 本 汇 编»
[CompilationofChineseInscriptionsCollectedinBeijingLibrary],(郑州[Zhongzhou]:中州古籍出版社

[AncientBooksPublishingHouse],１９９７),第５３册,２———逐字核对,发现国图拓本缺字很多,远不及陈垣

先生使用的康熙拓本. 陈所用康熙拓本或照片,笔者未查到. 笔者曾于２０１８年５月去开封市博物馆访

此碑并拍照,碑残泐甚,效果不及北图拓片. 本文使用陈整理本. 下文将简称之为开封碑一.
碑存开封博物馆,陈垣先生曾整理出此碑碑文,载«开封一赐乐业教考»,此为一权威整理本. 见

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２６０—２６２. 在此整理本的基础上. 笔者又根据国家图书馆所藏拓片(载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５３册,１７７)逐字核对,本文使用陈整理本.
下文将简称之为开封碑二. 笔者曾于２０１８年５月去开封市博物馆访此碑并拍照,效果不及北图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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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泉州、广州与河北定州. 伊斯兰教在明代留下的汉文寺碑约４０种①,其中立

于明弘治正德时期的碑刻凡六,分别为弘治五年(１４９２年)南京«敕建净觉礼拜

二寺碑记»②,弘治八年(１４９５年)济南«济南府历城县礼拜寺重修记»③、弘治九

年(１４９６年)北京«敕赐礼拜寺碑记»④、弘治九年北京«敕赐礼拜寺增修碑记»⑤、
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年)大名«礼拜寺碑记»⑥、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年)定州«重修清

真礼拜寺记»⑦.
两教汉文碑刻是否具有可对比性,是本文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从大的方面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杨晓 春 YangXiaochun, «元 明 时 期 汉 文 伊 斯 兰 教 文 献 研 究 » [AStudyonChineseIslamic
DocumentsinYuanandMingDynasties],(北京[Beijing]:中华书局[ZhonghuaBookCompany],２０１２),

２５３—３２７.
碑佚,亦无拓本传世. 碑文见«清真教考群书汇辑»[ACollectionofBooksRelatedwithIslam],

影印件收录于吴海英 WuHaiying主编,«回族典藏全书»[TheBookCollectionofHuiNationality],(兰州

[Lanzhou]:甘肃文化出版社[GansuCulturePress];银川[Yinchuan]:宁夏人民出版社[NingxiaPeople􀆳s
Press],２００８),第６３册,２２２—２２５;刘智LiuZhi撰,«天方至圣实录»[TheRecordofProphetMohamed],
(成都[Chengdu]:锦城宝真堂[BaozhenPressofJincheng],１８７２,１０—１２),影印件见吴海英主编,«回族典

藏全书»,第２３册,５３１—５３５. 此碑文亦为山东临清仁寿堂«马氏族谱»所收录,文字略有出入,见伊牧之

YiMuzhi主编,«山 东 回 族 谱 序 集 注» [AnnotationofMuslimPedigreesinShandongProvince],(济 南

[Jinan]:«济南穆斯林»编辑部[MuslimsinJinanEditorialDepartment],２０１３),９２—９３. 经比较,«马氏族

谱»中录文误多. 此外,«马氏族谱»中,将可马鲁丁写作马鲁坤丁,这究竟是同一个人的字号之别,还是其

他原因,待考. 有杨晓春先生据«清真教考群书汇辑»所录整理本(杨晓春,«元明时期汉文伊斯兰教文献

研究»,２７０—２７１). 核原书后,本文使用杨整理本. 下文简称之为南京碑.
碑存济南清真南大寺. 据载曾有人作拓,然笔者未找到收藏该拓片之所. 碑文收录于伊牧之Yi

Muzhi,«济南伊斯兰教碑刻笺注»[AnnotationofJinanIslamicInscriptions],(济南[Jinan]:济南伊斯兰教

协会[JinanIslamicAssociation],２００４),３—７. 笔者据此对照原碑逐字核对,本文使用伊整理本. 下文简

称之为济南碑.
碑存北京牛街礼拜寺南碑亭. 见北京市宣武区伊斯兰教协会IslamicAssociationofXuanwu

District,Beijing编 著, « 清 真 古 韵———北 京 牛 街 礼 拜 寺 » [Ancient Muslim Charm—Beijing Niujie
Mosque],(北京[Beijing]:文物出版社[CulturalRelicsPress],２００９). 该书第１９５页有是碑汉文内容拓片

照片,第１９６页有整理本. 另有杨晓春先生整理本(杨晓春,«元明时期汉文伊斯兰教文献研究»,２７２—

２７４),核拓片照片后,本文使用杨整理本. 下文将简称之为北京碑一. 又及:同书第１９７页有该碑碑阴波

斯文内容拓片,价值亦很大,因本文是对两教汉文碑刻的对比研究,故对波斯文内容,笔者拟另做研究.
碑存北京牛街礼拜寺北碑亭,见北京市宣武区伊斯兰教协会编著,«清真古韵———北京牛街礼拜

寺». 第１９８、２００页有是碑内容拓片照片,第１９９、２０１页有整理本. 另有杨晓春先生整理本(杨晓春,«元

明时期汉文伊斯兰教文献研究»,２７４—２７６),核拓片照片后,本文使用杨整理本. 下文将简称之为北京碑二.
碑佚,亦无拓片传世. 碑文收录于程廷恒ChengTingheng等纂,«大名县志»[DamingCounty

Chronicles],第二十五卷,宗教,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年)铅印本,１４—１５. 另有杨晓春先生整理本(杨晓

春,«元明时期汉文伊斯兰教文献研究»,２８４—２８５). 核县志后,本文使用杨整理本. 下文将简称之为大

名碑.
碑存定州清真寺内. 有杨晓春先生整理本(杨晓春,«元明时期汉文伊斯兰教文献研究»,２７９—

２８２),本文使用杨整理本. 下文将简称之为定州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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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两者皆属一神教,在万有根源、世界缘由、列圣事迹等方面,有大量共享的

传统资源. 就小的方面来说,有以下五点对比基础:就文种与载体而言,都是汉

文碑刻;就时间而言,均产生于明弘治与正德这两个前后相接的时期;从文献来

源来看,都在宗教场所内;就存世数量而言,犹太教碑二块,伊斯兰教碑六块,虽

有一定差距,但都是个位数,尚不悬殊,且犹太教碑字数略多于其他伊斯兰教碑,
此外两教在明代留下的碑刻与同时期儒释道碑刻相比,数量差距悬殊;就地点而

言,本文碑刻涉及北京、南京、开封、济南、定州、大名等地,均属当时具有一定规

模的重要汉地城市. 当然,通过对碑文内容的具体研究,将发现更多可供对比的

内容,请允许笔者在后文中详谈. 因之不难看出,弘治正德时期两教汉文碑刻的

对比研究,是有充足逻辑依据的.
两教碑刻撰写者在具有宗教属性的同时,也有不同程度的官方属性,这是本

文要说明的另一重要问题. 宗教学的知识告诉我们,世界上各宗教的信徒(自然

包括犹太人与穆斯林),都将其宗教场所视为神圣之地,此神圣之地碑刻的宗教

属性自不必多言. 本文涉及的寺碑,都与宗教场所的兴建、翻修有关,而且建修

过程中有非本教的官方赞助,比如开封碑一记载“奉周府定王传令,赐香重修清

真寺”,南京碑记载寺是明太祖“敕建”,北京碑一“蒙宪宗皇帝敕赐曰礼拜寺”.
再比如南京碑撰者是汉族知识分子“赐进士、奉训大夫、右春坊右谕德吴郡王

鏊”,济南碑“知府蔡公晟,暨知县盛公敬,请于藩司,荐玺于礼部”. 定州碑提到

曾经设想得到皇帝敕额,最终得到的是礼部侍郎张昱所写的匾额. 这些碑文所

载都直接表现了寺与皇帝、宗室和各级官员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在当时的环境

下,涉及这些内容的记载必然是重要的,撰写者体现出一定的官方属性也是毋庸

讳言.
同时我们发现,碑文记载了各种教内人士对清真寺建修的帮助,包括官员、

宗教人士、信教群众等. 就官员而言,开封碑一的撰写者金钟是犹太人,他也是

“开封府儒学增广生员”;开封碑二撰写者犹太人左唐是“四川布政司右参议”这

样的在职官员;济南碑的撰写者刘瓒是穆斯林,是“赐进士、中顺大夫”并从“陕西

按察司副使”职位退休;北京碑二有杨永,他“崇信本教,喜舍金帛”,也是“内府酒

醋局右□使”;此外还有刘昇,为“尚衣监太监”;大名碑作者金贤是穆斯林,曾任

大名府知府等职;定州寺的修建则有武平伯陈勋、陈熹这样的世袭官员参与. 就

宗教人士而言,下列三碑的记载比较详尽:开封碑一记载了“列微五思达”“李诚、
李实、俺平徒、艾端、李贵、李节、李昇、李纲、艾敬、周安、李荣、李良、李智、张浩”
等满剌,这些或是该寺历代的拉比;南京碑记载可马鲁丁、亦卜剌金后代九户各

姓“习学本教􀆺􀆺奉礼部札付事理”,即他们是一直学习伊斯兰教经典、持明廷礼

部颁发的许可证从事法律许可宗教活动的阿訇,他们参与修寺,并希望立碑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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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济南碑详尽记载了元代的满剌艾迪,明朝的木铎、陈礼等该寺历史上的阿

訇,以及本次修建的主要倡议者阿訇陈玺. 就信教群众而言,各碑中均有记载,
且人数更多,比如开封碑一“诸氏”犹太人,济南碑中的“教中趋义者”等,信教群

众参加宗教场所修建的筹资是常见的情形,兹不多举例. 据此不难看出,石碑能

长期保存在宗教场所中,无论其撰写者是否为本教人,其内容必然符合宗教教

义,起码是基本合理的,而且在立碑时受到本教文武官员,寺中犹太教拉比、伊斯

兰教阿訇(两者当时的称呼都是满剌),以及人数众多的一般教众的认可. 由此,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此严肃且受到教内外认可的碑文,必然是撰写者以理

性态度进行的表达,是可信的. 我们也很难想象:在本教人心中神圣的宗教场所

内,有一种荒诞或饱受争议的观点能够铭诸金石,矗立几百年而未被毁掉.

二、相异之处

犹太教与伊斯兰教是两种宗教,两教汉文碑刻中出现不同之处,是正常且合

理的. 例如就教义而言,两者有根本性的不同———犹太教碑刻中没有也不会出

现关于«古兰经»、穆罕默德等内容;伊斯兰教碑刻中,没有也不会出现自称一赐

乐业(以色列)等内容. 就宗教活动而言,开封碑一记载,犹太人当时有“礼拜”,
以及“斋”———“每月之际四日斋”现通称为“安息日”和“戒”———“一日大戒”,现

通称为“赎罪日”等活动.① 关于伊斯兰教的基本功修则,济南碑记载为“诚礼斋

济游”②,现多称为念礼斋课朝,为伊斯兰教五大功修. 对于礼拜这一重要的宗

教仪式,犹太人“寅午戌而三次礼拜”,这与伊斯兰教每日五次礼拜也是不同的.
碑中此类例子尚多,不赘. 这些不同是域外犹太人与穆斯林固有的不同之处,换
言之,在当时的西亚或中亚、南亚任何一处,如果当地有犹太人且有穆斯林,这些

基本的教义、宗教功修都会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本文更多的是关注犹太教与伊

斯兰教在域外趋同,但到达中国后表现不同的地方.
(一)对经书的译法不同

犹太教«圣经»包括直接来自神启的«托拉»«先知书»与人在圣灵感动下写作

的«圣著». 其中,犹太人认为«托拉»是神对先知摩西的启示. 开封碑一曾记载

«托拉»(Torah)为“«正经»一部,五十三卷”此处将«托拉»翻译为«正经»③,同碑

①

②

③

解释见:刘百陆LiuBailu,«开封犹太人碑文研究»[ResearchontheKaifengJewishInscriptions],
河南大学２００６年硕士论文[２００６MasterThesisofHenanUniversity],２５—２６.

济南碑.
开封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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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载“恭敬进于«道经»之前”,此处又将«托拉»译为了«道经». 开封碑二亦称其

为«道经»,指出“«道经»四部,五十三卷”并反复强调«道经»在犹太人生活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并以此入碑额. 由此可见,当时对«托拉»的翻译虽不稳定,但整体

而言,是以«道经»这一译法为使用最多者. 伊斯兰教的核心经典为«古兰经»

( \Qurān),穆斯林相信这是由真主通过天使启示给先知穆罕默德的. 弘治

正德时期伊斯兰教碑刻中,南京碑将伊斯兰教经典称为«真经»,据前后文看,这

应是对包括«古兰经»在内的伊斯兰教各类经书的笼统称呼. 北京碑二记载“经

则曰«天之经»”,此处将«古兰经»译为«天之经». 其他略早明碑如杭州景泰四年

(１４５３年)«杭郡重修礼拜寺记»载:“杭郡礼拜寺􀆺􀆺中间不设形象,惟庋«天经»
一函.”①此处将«古兰经»译为«天经». 万历七年(１５７９年)的著名碑刻«清真法

明百字圣号»里面,也有“正烈衍政«天经»”,同碑中,在“本教经中译述圣赞”中又

有“接受«天经»,三十部册”的记载. 同碑最后另有“道传万代,教授«真经»”②.
其余明碑中此类记载尚不少. 结合上述几则碑文记载,可见在明代,对«古兰经»
的翻译虽也不稳定,但整体而言,以«天经»这一译法为使用最多者.

对来自同一个崇拜对象的经书,有两种不同的翻译,所为何因? 或可试从意

译与音译两方面进行分析. 在意译层面,不难看出开封碑一中有大量从犹太文

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解释“道”的内容,例如“道无形像,俨然天道之在上”
“鞠躬敬道,道在鞠躬也”“中立不倚敬道,道在中立也”“静而存养,默赞敬道”等;
开封碑二指出“经以载道”,认为“圣贤之道,垂六经”,即圣贤之道,记载于«诗»
«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中. 两碑认为,犹太教是符合道的,而且此教是敬

道的,则其经书为«道经»,在意译层面自然是非常合理了. 同时,这一译法与中

国固有的老子«道经»(«道经»与«德经»组成«道德经»)一致,显得更有中国文化

内涵. 但为何翻译成固定的«道经»而非其他? 本文认为:这个道字,很可能也有

音译的成分,即对应«托拉»的“托”(To)这个发音,并脱落或未译«托拉»的“拉”
(rah),故«道经»很可能是兼顾意译与音译的一种精妙翻译,由此广受欢迎. 然

此音译之说仅为蠡测,暂无更多证据. 弘治正德前后伊斯兰教碑刻把«古兰经»
翻译为«天之经»或«天经»,碑文中不乏关于天的记载:“唐初开元年,有圣人者

出,代天传道”③“面西礼拜,告天祝圣”④“上天至尊至大,无比无对”⑤“以敬天为

①

②

③

④

⑤

杨晓春,«元明时期汉文伊斯兰教文献研究»,２６４.
此碑现存北京东四清真寺,笔者２００９年亲访此碑并拍照.
济南碑.
景泰四年１４５３年«杭郡重修礼拜寺记»[TheReconstructionoftheMosqueinHangzhou]碑.
北京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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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①. 既然此教的崇拜对象用汉语表达为天,其经书译为«天经»,就是一种合

理的意译了. «天经»这一译法看不出音译的存在. 这与之后形成的«古兰经»这

样一个兼顾意译与音译的译法是不同的.
(二)对中国文化中的敬祖观念,两教有不同维度的吸收与融通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尊敬祖先,并由此衍生出维护祖先荣

誉、保持宗族秩序、祭祖等观念,并产生了涉及各种仪式与用品(包括三牲和冥纸

等)的官方与民间祭祀活动等. 如何面对中国文化这一传统,是两教需要解决的

一个问题. 通过考察碑文等文献,大概可知两教自身文化背景有异,对这一重要

传统,双方进行了不同方式的吸收借鉴与融会贯通.
开封碑一中,追溯了人类始祖盘古阿耽(亚当)以及阿无罗汉(亚伯拉罕)、乜

摄(摩西)等先知,由于犹太教是民族性宗教,这部分先知自然也是整个犹太民族

的祖先,进而碑文指出以斯拉“系出祖师,道承祖统”,这里的“祖师”与“祖统”,是
对祖先的尊重,也是对其宗教正统性的表达. 接下来碑文又说:“敬天而不尊祖,
非所以祀先也. 春秋祭其祖先,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维牛维羊,荐其时食,
不以祖先之既往而不敬也.”这一段提出了“祀先”这一中国文化高度重视的概

念.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荐其时食”语出«礼记􀅰中庸»;“维牛维羊”语出

«诗经􀅰我将». 此碑中未就“祀”的仪式做出进一步明确说明,给人的印象似为

接近儒家那样使用牛羊,按照时令来祭祀祖先. 但隔了几句,碑文又说:“四季之

时七日戒,众祖苦难,祀先报本,亡绝饮食.”此处表达则更接近于通过犹太教的

斋戒,也就是“亡绝饮食”来“祀先报本”,即通过不吃不喝来祭祀祖先———这与儒

家的传统祭祀方式是不同的. 稍晚的开封碑二,也提到了阿耽(亚当)、女娲(诺

亚)、阿无罗汉(亚伯拉罕)等先知;还提到了阿无罗汉(亚伯拉罕)是“立是教者”,
是“教祖”;乜摄(摩西)是“师法”. 碑中关于祭祖,提及了“道行于祭祖,必孝必

诚”,指出要有孝心、真诚地祭祀,然此碑并未详细提及他们祭祖的方式. 晚２００
年的天主教牧师骆保禄于１７０４年记载:“他们在那里②怀着极大的尊重和崇拜

的心情,在四周的案子上摆设了􀆺􀆺十三套(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指册或

本)摩西的«五经»,其中有十二卷是为了纪念一赐乐业(以色列)十二部族的,纪

念摩西的只有一卷.”③这似乎是犹太人表达对祖先纪念的另外一种方式. 根据

①

②

③

大名碑.
笔者按:当指犹太会堂内.
荣振华S．J．JosephDehergne,李渡南Dr．DonaldDanielLeslie等编著,«中国的犹太人»[Juifsde

Chine]耿昇GengSheng译,(郑州[Zhengzhou]:大象出版社[ElephantPress],２００５),８２. 此处蒙倪爱霞

女士提示,特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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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太多的记载,虽然我们无法确知其祀先的具体方式,但能明显看出弘治碑展

现了当时犹太人对敬祖观念的高度重视,而且在保持固有犹太文化的基础上,主
动吸收了儒家祭祖的观念,但祭祖的方式与儒家不同.

观伊斯兰教碑刻,南京碑未述及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只是记载了明初

可马鲁丁、亦卜剌金内附并受到照顾的情况,这可大概算作对当地本教早期名人

的追溯;济南碑追溯了历代与清真寺有关的穆斯林名人,主要有官员、阿訇,例如

木八剌沙、艾迪、陈英、木铎、陈礼、陈玺、唐世杰,之后更加着重介绍了伊斯兰教

先知穆罕默德是“唐初开元年,有圣人者出,代天传道. 始自西域”,足可见作者

对本教先知的推崇;北京碑一中残损甚,可见内容中没有关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

默德或其他先知的记载,只提及“金吾卫指挥□□□”等人,其应为该寺建设的有

功之人;北京碑二则记载了“列圣巍巍,莫及光□”以及杨永等人捐款修寺等,同

时背阴记载了为修寺捐款的大量官员(包括宦官);大名碑提到了穆罕默德、当地

“主其教者”即阿訇杨济民. 定州碑提到了元代建寺的“普公”———普颜帖睦儿,
明代的陈勋、张昱、陈熹等为建寺做出贡献的人物. 读弘治正德时期伊斯兰教六

碑,可以看出其中有些关于先知穆罕默德的介绍,但为数不多,没有见到对穆罕

默德先知之外其他先知的介绍;对于教内先辈祖先,名碑留下了姓名并记载了其

贡献,碑文中未见关于祭祀先知和本教祖先的记载.①

通过比较,不难看出,对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浓重的敬祖观

念,两教都进行了积极的借鉴吸收,且都非常巧妙地找到了自然的契合点. 但在

处理方式上,是有所差别的:犹太人更强调祭祀祖先. 这一不同的出现,除受中

① 笔者未能发现同时同地相关穆斯林家谱. 但明弘治正德略早或略晚的时期,中国穆斯林的家谱

中不乏对敬祖方面的记载. 笔者仅以手头能找到的几份明代谱序为例进行说明. 山东临清仁寿堂«马氏

族谱»,萨琦在明正统十年(１４４５年)序文中说:“良以当代士大夫,家必有谱,念惟先世虽出遐裔,实有德

名,乃作«马氏世谱».”“立氏则自其祖,以见分派之所由始. 盖本古人宗法之意也.” (伊牧之主编,«山东

回族谱序集注»,９５—９６)这体现出修谱深受儒家敬祖以及宗法制度的影响. 安徽怀宁敦悦堂«马氏族谱»
中,成化七年(１４７１年)马奉廷记载:“圣人制礼莫重于宗族􀆺􀆺日后任其子孙迁居异地而猝然相遇各述其

班次尊卑之辨,斯不亦百代如一家,千世若同堂者乎! 且望尊戒卑长谕少,若有不孝不悌辱及先祖者,则

相与惩治之. 砺行立名,光耀前烈者,则相与奖励之.” 见马文清 MaWenqing编著,«回族谱序与宗源考

略»[ThePrefaceoftheHuiNationality􀆳sPedigreesandtheResearchofTheirOrigin],(鞍山[Anshan]:辽
宁省鞍山市档案局、辽宁省鞍山市社会科学联合会[ArchivesBureauofAnshanCity,LiaoningProvince
AnshanCityFederationofSocialSciences,LiaoningProvince]编印,２００９),８８—８９. 这不但提到了宗族中

的尊卑观念,而且制定了一定的奖惩方案. 再如嘉靖庚子年(１５４０年)杨应奎在«益都杨氏世谱»的序文中

写道:“自周衰五宗九两废而族不聚,比庐井田坏而民不生,学士大夫不忘其先者,于是有氏族谱焉.”(马

文清编著,«回族谱序与宗源考略»,２５２.)萨琦、马奉廷、杨应奎都是教内人,也都是有一定地位的官员、知

识分子. 各家立谱追溯祖先功绩、强调宗族秩序并邀请上述人物作序,体现出当时穆斯林对儒家祖先观

念、宗族观念的重视,这多表现在修谱上,没有过多强调儒家的祭祖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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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化环境影响外,也与两教固有的信仰体系有关:犹太教是民族宗教,犹太教

先知均为其祖先;而伊斯兰教并非民族宗教,就一般穆斯林而言,先知穆罕默德

并不是其血统的祖先①.

三、相同或相通之处

如上文所述,弘治正德时期的两教碑刻有诸多不同. 笔者对比阅读两教碑

文后,发现其中相同或相通之处,亦复不少. 这些相同或相通之处多是在域外不

曾面临的问题,同样值得注意. 兹列出五条,并尝试进行分析解读.
一是对于崇拜对象的表述一致. 众所周知,犹太教、伊斯兰教的崇拜对象都

是神(TheGod),犹太教称为雅威,伊斯兰教称安拉或真主. 弘治正德时期,两

教碑刻中,作者都将这一崇拜对象称为“天”. 开封碑一记载:“天者轻清在上,至
尊无对,天道不言.”开封碑二提到了“尊崇如天”“天命”等. 济南碑记载:先知穆

罕默德是“代天传道”,去麦加朝觐是“格享上天”. 北京碑一记载:“上天至尊至

大,无比无对.”大名碑指出伊斯兰教“敬天为主”. 据此可见,“天”是犹太教与伊

斯兰教在弘治正德时期对崇拜对象的普遍称呼. 当时两教尚未形成对崇拜对象

专用的、固定的汉文表述.② 伊斯兰教在明末清初,最终形成了使用“真主”来称

呼崇拜对象的传统并延续至今. 虽如此,至今伊斯兰教在很多术语中仍使用天

这一概念,比如“天课”“天房”,而没有使用“主课”“主房”.
二是对宗教职业者的称呼近同. 现今,在汉语语境中,犹太教的宗教职业者

称拉比,伊斯兰教宗教职业者称阿訇. 当时,犹太教的宗教职业者是“满剌”———
开封碑一记载“惟李诚、李实􀆺􀆺张浩等,正经熟晓,劝人为善,呼为满剌”;开封

碑二、南京碑中均未出现相关表述;济南碑也明确写明“至我朝宣德丙午,满喇缺

人”. 北京碑一、北京碑二与大名碑中未见相关表述,或有,后因残泐缺失了. 定

州碑阴有“住持满喇马昂 陈俊”. 满剌或满喇是阿拉伯文—波斯文( \
mulā)的不同音译,是阿拉伯语—波斯语中对宗教人员、教师的称呼,现通译为

毛拉. 开封碑一中另有两处阿拉伯文—波斯文职务与人名,现一并解读. 是碑

载:“􀆺􀆺宋孝隆兴元年癸未,列微五思达领掌其教,俺都剌始建寺焉. 元至元十

六年已卯,五思达重建古刹清真寺􀆺􀆺”“五思达”( \􀆳ustād)一词系波斯语—
阿拉伯语中对尊长、老师、先生的称呼,阿拉伯语作( \􀆳ustādh). 现存弘治正

①

②

当然,也有反例,世界各地穆斯林中都有先知穆罕默德圣裔的分布. 但就数量而言,他们只占整

个穆斯林群体中很少的一部分.
犹太教在康熙碑刻中仍然使用天,此外还有关于帝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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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伊斯兰 教 碑 刻 中,无 “五 思 达” 相 关 记 载. 明 代 官 方 波 斯 语—汉 语 分 类 词

典———«回回馆译语»人物门中有之,作( \􀆳ustād),将该词翻译为“师”,读音

为“五思他得”①. 而建寺者“俺都剌”则是阿拉伯语、波斯语中常见的穆斯林人

名‘abdullah\ 一词,意为“真主的仆人”或“天仆”. 在元朝,常译为谙都剌,
«元史»第１９２卷有传的一位名臣,即为此名. 明代官方文献,多将其译为阿都

剌②. 现通译为阿卜杜拉. 当代犹太学者TiberiuWeisz先生,认为此似职位,
而非人名,误.③ 满剌、五思达、俺都剌三处记载,表明这些犹太人与内地穆斯林

一样有波斯地区的母语习惯,显示出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来源地很可能与元明穆

斯林的主要来源地一致.
三是修建宗教场所的经费来源状况近同. 宗教场所的修建,除需要信众的

虔诚之心外,还需要购置土地,面临建材、人工等系列经济问题. 关于宗教场所

重修的费用来源,开封碑一中,虽有“永乐十九年奉周府定王传令,赐香重修清真

寺”的记载,但也仅仅出现了一次,更多的是“李荣复备资财,起盖深邃,明金五彩

妆成,焕然一新. 成化年高鉴、高锐、高鋐,自备资财”之类教人出资建寺的记录;
开封碑二中未见官方出资,是教内人员“请道经”“立二门”等;南京碑记载的情况

比较特殊,可马鲁丁、亦卜剌金两人因故入附,大概是在军事或技术领域有突出

贡献,故受到朱元璋的特殊关照,故而“钦蒙高帝􀆺􀆺敕建二寺安扎”,尽管寺是

敕建,到了弘治时期,明廷也不再十分关注,以至于有了“市廛之处,易侵易越”,
即随时面临周围商家住户侵占土地的问题. 济南碑则有“其费资皆教中趋义者

助焉”与“又课凡助之者并列其姓氏于碑阴”的记载;北京碑一中修寺人情况内容

多残泐,但观全文推测还是以教内官员之类为主,碑文记载:“奏请寺额,蒙宪宗

皇帝敕赐曰礼拜寺”,虽然明宪宗朱见深给写了寺名,但也是“奏请”之后才给的,
孰先孰后,非常明确. 北京碑二记载了以杨永为代表的大量穆斯林官员、宦官修

寺的行为;大名碑未载经费来源;定州碑记载修寺的经费是陈勋与“教之缙绅士

大夫”的捐款,后陈熹尝试获得皇帝敕额,却被告知“敕命未易倅得”,但得到了负

责全国各宗教管理的礼部侍郎张昱所写的匾额. 综上不难看出:弘治正德时期

①

②

③

刘迎胜LiuYingsheng, «‹回 回 馆 杂 字 › 与 ‹回 回 馆 译 语 › 研 究 » [Researchon “Huihuiguan
MiscellaneousCharacters”and“HuihuiguanTranslatedLanguage”],(北京[Beijing]: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ChinaRenmin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８),９２.
张鸿翔 ZhangHongxiang, «明 代 各 民 族 人 士 入 仕 中 原 考 » [AStudyofPeopleofVarious

NationalitiesEnteringOfficialsintoChinain MingDynasty], (北 京 [Beijing]: 中 央 民 族 大 学 出 版 社

[Central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Press],１９９９),１７８.

TiberiuWeisz, TheKaifengStoneInscriptions: TheLegacyoftheJewishCommunityin
AncientChina (NewYork,Lincoln;Shanghai:iUniverse,Inc,２００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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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教寺院建修的主要经费,是教内人士出资解决的,当然因种种缘故,会有皇帝

敕建、赐名、王府出资、官员帮助等,但都不是主流. 与当时的儒释道三教寺院庙

堂相较,两教更有民间性.
四是劄付内容、使用万岁牌、祝延圣寿反映出两教的忠君观念一致. 忠君是

事关封建王朝统治的重要问题,两教面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式是相同的. 开封

碑一记载:“寺中奉大明皇帝万万岁牌”“祝圣寿于万年”. 这类“万岁牌”也见于

一些清真寺中,至今仍有实物留存. 南京碑记载可马鲁丁、亦卜剌金的后代在清

真寺内“习学真经,焚修香火,祝延圣寿”;济南碑指出礼拜寺“颂祷天子万寿者,
在是”. 北京碑一记载清真寺:“上则祝延圣寿,下则永济斯民.”北京碑二记载:
“祝延圣寿于无疆􀆺􀆺”开封碑二、大名碑、定州碑未述及此类事. 两教碑刻一致

体现出的忠君观念或表现为万岁牌的使用,或表现为祝延圣寿成为寺的一大普

遍功能. 其圣,乃圣天子,即当时的皇帝,而非各教圣人,这是两教在域外时,不

可能出现的思想,为中国皇帝祝寿的内容,实际上集中反映了两教人对中国作为

祖国的高度认同并表现出对中国的真挚热爱之情. 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给予了

两教教人好的待遇,忠君是“受君之恩,食君之禄”而“报国忠君”(均自开封碑一)
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两教人积极与中国的忠君文化相适应.

五是碑文体现出两教文化与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一致.
弘治正德时期,犹太教、伊斯兰教文明与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相遇时,其

状态如何? 从碑文中不难找到答案. 第一种是直接引用儒释道的表述,比如开

封碑一中的古刹(佛教、道教),清真(道教,之后伊斯兰教普遍使用清真一词),
«道经»(道家);开封碑二中的女娲、«道经»;南京碑中的焚修(道教,佛教也有使

用);济南碑中的焚修、慎终具(慎终,儒家);北京碑一中的焚修;定州碑中的住持

(佛教、道教)等.
第二种是用儒释道的概念,来解释两教信仰、功修等内容. 例如开封碑一记

载:“今日积一善,明日积一善,善始积累. 至斋,诸恶不作,众善奉行. 七日善

终,周而复始,是«易»有云. ‘吉人为善,维日不足’之意也.”其中“七日善终,周

而复始”源自«周易􀅰复»的“反复其道,七日来复”,而“吉人为善,维日不足”则是

«尚书􀅰泰誓中»的内容. 这样本来属于犹太教的七天一次的安息日,就在中国

传统文化古老的两部书中找到了合理贴切的解释,也丰富了当时犹太人的文化.
伊斯兰教其他明代文献也对«易经»多有引用,例如明嘉靖七年(１５２８年)«来复

铭»等. 开封碑二指出犹太教,“虽与儒书字异”,但“其理􀆺􀆺以其同也”,进而强

调犹太教在父子、君臣、兄弟、夫妇、朋友这些儒家强调的家庭与社会关系中与儒

家相仿佛. 大名碑的作者金贤是穆斯林,他通«周易»,著有«春秋纪愚»«春秋或

问». 碑文用中国文化中的种种概念深入阐释了伊斯兰教,充分体现出儒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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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伊斯兰教文化的汇通. 例如碑载:“«尧典»首钦若之文,虞廷谨敕天之戒,恐惧

著于大«易»,休咎衍于箕畴,自古圣贤未有不以敬天为急者.”金贤通过古代圣贤

尧、舜、文、武的例子,指出«尚书􀅰尧典»开端就有“钦若昊天”即尊重伟大的上天

这样的文字记载;«尚书􀅰益稷»记载舜曾重申要遵守“敕天之戒”即奉正天命;
«周易»中的«震卦􀅰彖传»有“君子以恐惧修省”,即君子通过恐惧来修身、自省的

记载;«尚书􀅰洪范»记载箕子给周武王所论“九畴”中有“休咎”即善与恶、吉与凶

的内容,并总结“自古圣贤未有不以敬天为急者”. 这些内容,粗略看来,似除“敬

天”与伊斯兰教对真主的尊崇有关之外,其他与伊斯兰教没什么关系. 若进一步

从伊斯兰教传统的视角审视上文,不难发现其行文亦是在阐释伊斯兰教信仰体

系,且逻辑性较强. 就其所阐释内容而言,在伊斯兰教的传统中,有大量经典、文
献与之对应,限于篇幅,本文仅做最为简单的列举. “钦若昊天”,可以理解为对

唯一崇拜对象真主的尊重,也即认主独一,这是«古兰经»多次强调的伊斯兰教基

础信仰之一. 例如«古兰经􀅰开端章»:“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众世界的主”(«古兰

经»１:２)①,“真主是独一的主宰”(«古兰经»４:１７１). “敕天之戒”,可以理解为人

们作为代治者充分发挥智慧并按照真主的命令在人世间进行工作. «古兰经»记

载:“我必定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理人”(«古兰经»２:３０). 对代治者人类而言,他
们首先是被真主赋予了独特的智慧,是有能力的,但是行事过程中,要遵按照真

主的意志,遵守天命,实现“敕天之戒”,此处可理解为对伊斯兰教的社会公德的

表达. “恐惧修省”,可理解为因为畏惧真主而内心不断反省更新. «古兰经»记

载:“你们应当只畏惧我”(«古兰经»２:４０). “真主是接受他的仆人的忏悔的”
(«古兰经»９:１０４). 此处可以理解为对伊斯兰教个人美德的表述. 休咎,在伊斯

兰教中,可做两个层面的理解. 其一,伊斯兰教是入世的宗教,而非出世的宗教,
既然入世就要考虑到今世(人类可见的社会)中行善与作恶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在今世中,应当劝善戒恶,日积月累,才能有更好的未来. “凡培养自己的性灵

者,必定成功;凡戕害自己的性灵者,必定失败”(«古兰经»９１:９—１０). 其二,伊

斯兰教是具有今世、后世两世观的宗教. 该宗教认为在后世中,每个人都要为自

己今世的所作所为负责,并受到真主相应的奖惩. «古兰经»描述在后世中:“行

一个小蚂蚁重的善事者,将见其善报;作一个小蚂蚁重的恶事者,将见其恶报”
(«古兰经»９９:８). 碑文中的这四句话,表达了首先要知道真主独一,尊重真主,
按照真主的意愿行事,不断反省忏悔,最后是做事要真正负责任,要知道还有后

① 本文所用«古兰经»,均使用马坚先生译本. 马坚 MohamedMakīn译,«古兰经»[TheChinese
TranslationofHolyQuran],(北京[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ChinaSocialSciencesPress],１９８５).
引用时仅注明章节序号,不再标注所在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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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奖赏与惩罚. 以上是笔者尝试从«古兰经»经文角度对大名碑几句碑文进行

的解读,此外当然还可从圣训学、伊斯兰教认主学、苏菲学等维度解读. 故而笔

者所述,肯定不是对这些内容的唯一解读方式. 但这不妨碍表明这样一个意思:
这些碑文引用«尚书»«易经»的概念,在说明了儒家思想的同时,也表达了清晰的

伊斯兰教义理,表明了两者相通、趋同的关系. 南京碑中,其作者认为伊斯兰教

“精微韫奥,宏博广衍,自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以至天文、医卜、农圃

小道之术,靡不该存,靡不与中国情俗相仿佛”,强调伊斯兰教重视君臣、父子、夫
妇等儒家社会秩序的内容. 同样,济南碑把伊斯兰教的五功做了儒家文化样式

的解读:“谓诚、礼、斋、济、游是已. 诚者,物之终始,君子诚之为贵;礼者,天理之

节文,人事之仪则;斋者,斋戒沐浴,迁善改过;济者,补其不足,助其不给;又有游

焉,游诸西域,以格享上天.”比如把礼拜,丰富为“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谈

到了宋明理学中的天理,赋予礼拜这一伊斯兰教宗教功修以理学与人关系层面

的内涵.
第三种,是以完全中国化的观念、思想、审美去写作. 这类例子在碑文中较

多,恕不举例. 其中尤为有趣的是,弘治正德各碑都在努力追溯宗教场所久远的

历史,这是中国尊古思想的表现,也是教人努力表达该教在中国的时间久远,并

非新兴事物. 笔者认为,两教碑刻中上述内容显示了碑文撰写者在两教传统的

宗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找到了好的衔接点(比如第一种)、找到了文化深

层的同源性(比如第二种). 尽管这种尝试,也许并未得到中国主流文化的确认,
但并不妨碍他们在发展丰富了本教文化的同时,在客观上也发展了主流文化.
当然,我们也要承认,两教碑刻透露出的内容,也同样体现出撰写人对两教文化

的精熟、认同与自信.

四、结语

以上是笔者不揣鄙陋,对两教碑刻的异同之处进行的初步对比. 由于水平

有限,行文不免挂一漏万,但仅就所列举的方面来看,其中的确蕴含一定的意义,
兹分述如下.

一是两教文献互证,更加确切地展现了明弘治正德时期犹太人与穆斯林的

状况. 正如文章开始所述,现可见到的弘治正德时期的两教文献是很少的,除却

上述碑记外,几无其他. 两教碑记中的很多记载,如果仅从一教角度去研究,似

不免有“孤证”之虞. 对两教碑刻进行比较研究,可发现其中的相异、相同与相通

之处,从而获得更加确切的答案. 比如两教碑刻均将宗教职业者称为“满剌”,而
这一称呼又是元明时期中亚、西亚对宗教职业者的普遍称呼,可知就整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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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这批犹太人与穆斯林的来源是一致的. 比如体现忠君观念的万岁牌、祝延

圣寿等,两教碑刻对其都有记载,这就能充分说明两教对忠君观念的重视是当时

的一种普遍状态,而非个例. 再比如,两教碑刻显示的当时两教人积极同以儒释

道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相融通的状态,也可以互为参照,进行某种复原.
二是两教中国化的历史思想资源,亦是两教文化与中国思想文化比较、对话

的重要史料. 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作为外来宗教,弘治正德时期两教碑文无论是

形式、内容乃至行文逻辑,甚至小到装饰等(比如开封碑一、开封碑二碑额使用了

仙鹤、祥云作为装饰)都有重要的中国文化印记. 而且两教都在想方设法强调自

身的“古”,也就是在中国时间久远,实为强调其所奉宗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与儒释道同源且可互有裨益. 碑文展现出的,是中国化了的犹太教、伊斯兰教,
而不是犹太教、伊斯兰教在中国. 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弘治正德时期两教碑

刻也展现出了碑文撰写者对两教文化的自信,其中对本教的精熟、热爱之情也是

洋溢其中的. 两教碑文撰写者固然没有当代意义上的文明对话概念,但碑文中

处处都是本教文明与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明对话的内容,这充分展现了以撰写

者为代表的两教教人包容、吸收的精神状态与开放、宏阔的文化视野,同时也为

我们留下了文明对话的珍贵历史思想资源. 对于伊斯兰教而言,这部分珍贵的

历史思想资源值得重视,在当代也很有进一步继承与使用的价值.
三是上述资源在丰富了两教思想的同时,丰富了中国文化思想,乃至人类文

明的宝库. 两教都是沿着海陆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二者的中国化过程、与以儒

释道为代表的中国文明交融的过程,充分体现了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丰富了

两教的思想与精神内涵. 从另一个层面看,实事求是地讲,这些碑刻中的思想对

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乃至人类文明的不断繁荣与多元化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这种贡献,固然不会像佛教、道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那样深刻,固然是影响力较

小而非全局性的,固然不会受到很多人的关注,但这种经验对中国文化的均衡发

展有不可或缺的补足价值,也在不断引起关注.


